
新闻叙述中的可能世界探究

一、 叙述学视野中的可能世界理论

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茨是“可能世界”理论的创立者，在《神义论》当中，

莱布尼茨提出“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物之可能性在上帝的此在中有其确定的

现实，因为如若上帝不存在，也就没有任何可能的东西。可以说，可能性自永

世以来便包含于神性的理智之观念中。”[1]

莱布尼茨创立可能世界理论的意图在于为上帝进行辩护，解答神学中一

个充满困境的伦理问题：为何万能的上帝为人类创造的世界竟充满如此多的

灾难和痛苦。莱布尼茨说：万能的上帝是至善的，既然我们存在的实在世界有

各种不圆满，那么上帝创造的其他“可能世界”也必定如此，相比较来说，上帝

给我们的实在世界，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莱布尼茨认为，上帝选择了那

个最圆满的世界使其成为实在世界，而其它可能世界虽然不如实在世界圆满，

但也有一定的圆满性，从而也有存在的理由或可能性。

自18世纪初莱布尼茨提出可能世界之后，该理论并未引起重视，直到20世

纪中叶，哲学界和文学界发现，可能世界理论可以为各自学科研究中的某些难

题提供较好的注解。例如，哲学家刘易斯、克里普克等人认为可能世界理论可

以解决语义逻辑学中的“真值”问题；文艺学家则用可能世界理论来阐述文学

文本中的虚构问题，并且近年来一批文艺理论家，例如多勒采尔、瑞恩、帕维尔

等人围绕文学叙述中的可能世界展开了不同侧面的研究，可能世界理论之于

叙述学研究有着极大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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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至今关于可能世界理论的探讨还存在很

多争论，从哲学逻辑学的角度而言，自莱布尼茨之

后大致形成了三种关于可能世界理论的认知。

第一，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非实在论。莱布

尼茨从逻辑的一致性来定义可能世界：只要事物

的存在无法推演出逻辑矛盾，该事物的存在就是

可能的。但是莱布尼茨对可能世界的判断只适用

于处理命题及其真假关系，莱布尼茨并不认为可

能世界像实在世界一样真实存在。

第二，以哲学家刘易斯为代表的极端实在

论。刘易斯将可能世界定义为与实在世界是平行

存在的，是一种实体，可能世界与实在世界不存

在交集。

第三，以哲学家克里普克为代表的温和实在

论。克里普克对可能世界的阐述，是立足于实在

世界中的事物以及诸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

上来说，克里普克认为，可能世界属于实在世界

的一部分，当我们谈论可能世界的时候，必须以

实在世界作为逻辑起点，可能世界只是实在世界

的可能状态或历史，而并非与实在世界脱钩的人

为虚构。

上述哲学家对可能世界的理解，实际上指出

了可能世界理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可能世界

到底是一个孤立的封闭世界，还是一个与其它世

界发生关联的开放世界？

以今天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克里普克的温

和实在论有更多的支持者。不管是纪实型叙述，

还是虚构型叙述，都不可避免的要在实在世界、

可能世界、不可能世界之间穿梭，这种观点被称

为“三界通达”或“跨世界同一性”。实在世界与

不可能世界作为可能世界的两个对立面，与可能

世界是一种共存状态。

实在世界的特征在于其唯一性和“细节饱

满”[2]，相当程度上人类难以认识实在世界的本

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依赖各种形式的文本，通

过文本的再现只能展示实在世界的局部，因此实

在世界的唯一性就在于它不能被任何文本再现穷

尽其本质。实在世界的“细节饱满”与其唯一性

具有承接关系，实在世界无法完全被认知，围绕

实在世界再现的文本都只能是局部细节再现，从

这个意义上说，实在世界具有“细节饱满”特征。

文本叙述分为两种类型：纪实型叙述和虚构

型叙述，前者的基础语义域位于实在世界，后者

的基础语义域位于可能世界。从体裁上来说，新

闻叙述属于纪实型叙述，它的基础语义域位于实

在世界，但是在叙述文本衍变的过程中，也会通

向可能世界，甚至和不可能世界发生联系。

　　

二、 新闻叙述如何卷入可能世界

新闻叙述作为一种纪实型叙述，虽然其基础

语义域位于实在世界，不过其在意义演变的过程

中必然要经历媒介化再现。在今天电子或数字媒

介技术发展的状况下，甚至要经历二次媒介化叙

述。根本上，新闻文本是一系列符号选择和编码

的结果，新闻具有神话意义，以电视新闻来说，“电

视新闻所表现的事实并非事实本身，而是被新闻

的符号、符码、神话和意识形态影响后的现实。”[3]

在传播的过程中，新闻文本的意义是流动的，在

这个过程中，新闻叙述就存在从实在世界向可能

世界转化的可能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个

问题。

（上）叙述框架

框架这个概念作为考察人的认知与传播行

为的学术概念，最早由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贝特森

提出，贝特森认为可以通过框架分析人的“元传

播”行为。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在1974年出版

的《框架分析》一书中，认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

和阐释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框架来源于人的过

于经验并且根据框架建构我们对新事物的认知。

框架理论应用到新闻叙述中，指的是新闻的

选择、生产，新闻文本和意义的建构过程。可以从

三个方面来理解新闻框架，其一，框架是媒体对

新闻事实进行选择性处理的特定原则；其二，这

种处理通过一定的符号体系表现出来，这些符号

形成新闻文本意义的建构；其三，受众对新闻文

本意义的理解，必然受到新闻框架的影响。

例如，“哈尔滨宝马车撞人案”当中，宝马

SUV象征着财富和权贵，该车驾驶者被媒体刻画

为骄傲蛮横的贵妇，该事件中的受害者则是象征

着贫穷弱小的农民。这两者的形象被放置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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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的背景中，冲突意义极其明显。

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中，媒体关于此类事件

的报道很容易在公众的认知中形成某种既定的叙

述框架。在这起案件中各种符号显示的强弱对比

极其明显，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被置换成两个社

会阶层的冲突。

（二）叙述增殖

新闻叙述与一般的文学叙述所包含的故事

层次是一样的，即都包含人物和物品。“故事世

界里的这些个体经常从语义学的角度被描述为

‘各种特征的一个范式’。”[4]　故事中的人物或

物品的特征“可以是物理的、心理的、行动的或道

德的，因此这个语义集合实际上是无限的。在任

何叙述中，赋予人物特征要动用随历史而不同的

参考框架，每个文化就用这些框架来建构身份观

念。”[5]　

从上述的表述可以看出，叙述增殖很大程度

上离不开叙述框架的选择，在叙述框架范畴内，

媒体将新闻故事层次中的人物或物品的某项特征

加以最大程度的强化，以凸显出这些特征所隐含

的社会意义，形成较为固定的文化认知模型，从

而造成新闻故事的二次叙述化。

例如在“药家鑫案”的媒介叙述中，残暴冷血

的药家鑫与无辜悲惨的张妙构成了新闻故事中相

互对立的人物主体，其次是药家鑫所驾驶的汽车

与张妙所骑电动车构成了新闻故事中相互对立的

物品主体。在当前中国文化语境下，这两组对立

自然地就将新闻故事纳入一个身份或阶层对立的

叙述框架之下。

早在2010年底，就有媒体报道称药父曾是

“西安某机械厂副师级军代表”。而后北京大学教

授孔庆东在一家视频网站节目中认为药家鑫“能

够进学校学习，自己开车，一定是有背景的人”。

媒体的这些带有舆论审判的报道很容易在受众的

认知中生成戏剧性的突现意义，即权贵阶层的骄

横跋扈与平民阶层的命运凄惨。从司法上来说，

这不过是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而一旦被媒体纳

入到既定的叙述框架中，其中的文化认知模型就

会得到强化，就会出现大量的与新闻故事本身关

联性不大的叙述增殖。

（三）二次叙述化

任何文本必须经过二次叙述化才能最后成

为叙述文本，并且在作者的意图意义、文本意义

以及读者解释意义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真值”，

文本的二次叙述化特征类似于符号的无限衍义，

文本不是完全被构造好的，而是在三种意义的相

互碰撞中不断发生意义迁移。

新闻报道中的二次叙述化，最典型的例子莫

过于媒体关于“唐慧案”的报道。自从“唐慧案”

在新浪微博发酵之后，传统媒体跟进报道，舆论

的热点立刻将“唐慧案”卷入一种既定的叙述框

架之下，即唐慧作为一位“悲情母亲”的形象，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永州市公安局零陵分局对

唐慧处以一年半的劳教制度，这两者构成了巨大

的意义反差：公权力的蛮横与普通公众形象的弱

小。媒体在报道“唐慧案”的过程中，其舆论的影

响力是空前的，所以有人将“唐慧案”称之为“舆

论场里的唐慧”，连人民日报都开始介入“唐慧

案”，2012年8月5日，人民日报官方账号发布一条

意味深长的“晚安微博”：

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

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

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

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

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

的权利与尊严、社会公平与正义。我们共同努力，

晚安。

在媒体的报道和舆论的呼吁之下，“唐慧案”

最后以公众比较期待的结果得到了解决。不过

“唐慧案”到此并没有终了。随着2013年《南方周

末》一篇《“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再调查 唐慧赢

了 法治赢了没？》的报道，再次将“唐慧案”推上

了另外一个舆论漩涡。该篇报道中，彻底颠覆了

之前由媒体构筑的唐慧在公众心目中的“悲情母

亲”的英雄形象，把唐慧描述成一个无理取闹、干

预司法的负面形象，这与之前媒体塑造的“用一

个母亲弱小的身躯维护着司法的威严与公正”的

唐慧形象判若两人。

应当说，《南方周末》对“唐慧案”的反转报

新闻与传播

31



道属于典型的创造式二次叙述，通过重新构筑情

节挑战既有的道德和伦理准则。这种创造式二次

叙述“是处理在道义伦理上过于‘犯忌’的文本。

某些叙述明显违反道德和文明准则，但是又不得

不接受之，此时就必须找出文本的‘代偿价值’。

任何叙述必须以道义立足，要想让犯忌的主题立

足，就必须更新社会的道义准则。”[6]　

《南方周末》对“唐慧案”的反转报道，极大

地挑战了公众既有的道义准则，这种道义准则基

于社会不公、惩恶扬善等原则，在当前中国的社

会环境中，这些道义准则无疑对公众的认知和判

断具有巨大的形塑作用。然而《南方周末》的反

转报道对唐慧曾经“英雄母亲”形象的颠覆能够

获得相当数量公众的认同，主要依赖于当下中国

法制观念的进步，在法治和伦理的碰撞下，前者

开始逐渐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三、新闻叙述中的可能世界与媒介伦理

新闻的本质在于求真，但也正是对于真实本

质的追求构成了新闻求真的困境。这种困境表现

在，传统意义上对新闻真实的理解建立在主-客

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新闻真实被理解为主体对

外在客观世界的全面掌控。在这种意义上，新闻

真实是一个静态和封闭的实体，很明显，这种理

解新闻真实的路径陷入了主体哲学的困境。因

此，必须转换理解新闻真实的思路，而可能世界

理论则为破解新闻求真的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尝

试。

新闻文本作为一种符号表意过程，其意义衍

变是动态的结构，新闻文本的意义不是附着在某

个点上静止不动，而是随着语境的转换发生意义

衍变。新闻文本意义衍变的轨迹自身构成了一个

独立的符号域，在尤里·洛特曼看来，符号域包含

两个特征：第一，符号域连接了共时与历时研究，

将系统转换成一种功能机制，这种功能机制能够

组织集体记忆，因此具有“集体无意识”特征；第

二，符号域具有动态性特征，存在着“整体性”与

“异质性”之间的博弈。因此洛特曼在将符号域

用于文化研究时指出：文化是一个过程，绝非结

果。[7]

洛特曼的“符号域”概念为我们理解新闻

叙述提供了另外一个观察问题的视角，使得新闻

文本的传播和接受被置于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

内部，也就具有了皮尔斯意义上符号三要素的特

征，新闻文本的意义在符号、对象与解释项的三

元关系中呈现为动态的演进特征。不仅如此，在

当今传播媒介多渠道的背景下，新闻文本在从传

统媒介向新媒介迁移的过程中，叙述方式也发生

了变化，从“经典徐叙述学”转向“互动叙述学”。[8]

它是一种自下而上，以用户体验和参与为主要特

征的叙述模式，故事意义的演进遵循的是非线性

或多线性的分叉结构，这导致了文本意义的不确

定性和可能性。

据此，我们可以尝试将可能世界理论引入到

对媒介伦理的探讨当中。以往对媒介伦理的探

讨，往往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展开，不管是亚里

士多德的“中庸之道”，边沁的“功利主义”，康德

的“绝对命令”，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等，带有非

常严苛的“实用主义”色彩，并且是一种静态或封

闭的观念。而可能世界理论的引入，将会使得媒

介伦理研究具有一种开放的特征。

既然新闻叙述存在各种可能，那么，只要排

除其中的不可能，新闻叙述就被认为是合乎媒介

伦理的。这里所说的“合乎媒介伦理”指的是符

号表意层面的，而非将其用作评判现实的准则。

首先从静止状态的命题判断来看，只要新闻叙述

中没有明显的“逻辑不可能”，该文本就能够获得

表意的空间。一般认为存在两种不可能世界，一

种是逻辑不可能，即违反矛盾律和排中律就属于

逻辑不可能，排中律规定同命题中两个相互否定

的指称必有一个为真；矛盾律规定同命题中两个

相互否定的指称必定不能同时为真。第二种不

可能是事物不可能，这种不可能缺乏逻辑上的严

谨，禁不住推敲，因此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不可

能世界。因此，真正的不可能世界，只能是逻辑上

的不可能。

确立了上述命题，我们便可依次来考察新闻

叙述中有关真相的伦理问题。典型地，以2010年

轰动一时的“挟尸要价”为例。该新闻照片获得

了中国新闻摄影最高荣誉“金镜头”奖。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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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获奖，引来一片质疑之声。人民摄影“金镜头”

评委会针对《挟尸要价》图片所涉及的新闻事实

的调查结论认为，《挟尸要价》的新闻是真实的，

不存在造假问题。

从不可能世界的角度来说，《挟尸要价》只存

在两种情况，图片表达的意义要么为真，要么为

假，很明显，这里面存在的不可能属于事实上的

不可能，根据上文的表述，这不属于严格意义上

的不可能。因此，关于《挟尸要价》的争论并没有

违反可能世界理论中的矛盾律和排中律，《挟尸

要价》作为一个新闻文本来说，具有“独立”表意

的潜力。

新闻文本不是静态的，围绕《挟尸要价》的

真相，社会各界展开了不同层面的争论和质疑，

从叙述的角度来说，这是对《挟尸要价》故事情

节的否定性推动力，“情节是叙述中发生的事情

情态变化。情节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某种事

情状态被否定了，而这种否定导致了新状态的产

生。”[9]否定性推动，是推进故事情节向前发展的

动力，这与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马尔

库塞推崇的“否定辩证法”具有一致性，马尔库塞

认为，否定具有一种理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

在理论上实践上建立人和物的真相。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叙述的本质，是一个连

续否定的过程，叙述即否定。”[10]在《挟尸要价》

引起的舆论风波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中所存在的

多种质疑声：《南方周末》记者杨继斌经过调查，

2009年11月4日在湖北荆州发出了《大学生救人

溺亡隐情调查：“挟尸要价”另有其人“见死不救”

渔民被冤》的调查报道，并被广泛转载；媒体人马

文娟2009年11月8日撰写了《从大学生救人事件的

报道看媒体责任》一文，提出有关媒体对大众的误

导要承担责任；长江大学宣传部长李玉泉也向新

闻媒体通报了事实真相，并在2009年11月16日在

自己的署名博客上发表了《“牵尸谈价”：不能不说

的事实真相》的文章。此外，还有在各种网络论坛

上，各种版本的还原事件“真相”的图文，以及网友

针对该事件所做的评论构成的舆论场。

而发布《挟尸要价》的《华商报》和《新京

报》则遭到了舆论的批评，公众认为，两家媒体对

照片进行了误读，事实是：尸体打捞者站在船头

并非是牵着尸体谈价，而是着白色衬衫者手牵尸

体挥舞手臂，指挥岸上的人们配合将尸体打捞上

岸。《挟尸要价》获得大奖之后，长江大学宣传部

呼吁：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核实照片的真实性和新

闻性；建议组委会和评委会撤消该照片的获奖资

格；通报作者的弄虚作假，以杜绝以后评奖中类

似情况的出现。愿善良的人们都能擦亮眼睛，看

清真正的事实真相。

面对质疑，照片作者张轶进行了回应，在这

个过程中，照片中牵尸者王守海老人也请律师状

告张轶侵权，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组委会也组

成调查组赴荆州调查事实真相，最后得出《挟尸

要价》所表现的基本事实没有问题，“照片存在造

假”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但不同的人对细节有

争议。

迄今为止，关于《挟尸要价》的新闻热度已经

退场，但关于事件本身的真相已经无从考证，《挟

尸要价》的作者也于2013年去世。整体来看，《挟

尸要价》作为一个新闻文本表意的过程，是一个

连续否定的叙述文本，这与格雷马斯的符号叙述

方阵的表意结构具有一致性，在经历多重否定之

后，《挟尸要价》文本的意义并没有终结，新闻的

事实真相也已经不可能完全复原，在由连续否定

所造成的情节张力中，引发的是对当下中国人道

德伦理的深层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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